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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歷史評論、史學批評、價值判斷／褒貶 

「史評」這個概念，一般而言，可有兩含義。一為對歷史事實之本身（The 
historical past；the past itself），以至對導致此事實出現之行為人作評論；我們一

般稱之為歷史評論。另一為對歷史事實的載體（史書，史籍，The written past），

以至對撰寫此載體之史家及其思想作評論。一般而言，我們稱呼此後者為史學批

評。本文擬論述者則為前者，即所謂歷史評論的問題。歷史評論，即對歷史／過

去，作價值判斷之謂。是以下文又恆用「價值判斷」一詞以取代之。又：「價值

判斷」，即常言所謂「褒貶」。因此下文又恆用「褒貶」一詞。換言之，「歷史評

論」（下文或簡史評、史論）、「價值判斷」及「褒貶」三詞，下文常交相為用，

不作區別。 
 

二、史家作價值判斷的緣由及史家應否作價值判斷 

我們首先要關注的問題是史家為甚麼要作價值判斷？他有需要在史事的記

述外作價值判斷嗎？作價值判斷是否史家的責任？所作的價值判斷會否影響讀

者而導致彼等對史事產生錯誤的瞭解？其實，中國學者對史家應否作價值判斷也

是見仁見智的。以清代中葉乾嘉學人為例，他們比較傾向於不作價值判斷，其時

學者治學尚徵實，所謂無徵不信也；而以據實直書為貴，不尚空談、虛發議論。

錢大昕、王鳴盛之言最可為代表。1當然，不少西方學者也是反對史家作價值判

                                                 
＊ 本文為應中國大陸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及台灣東吳大學、輔仁大學、南華大學及中國哲學會

共同主辦之「21 世紀中華文化論壇－中華文化與當代價值」之邀請而撰寫之論文。始稿於

2006.10.12，完稿於 2006.10.23。文中部份內容節錄自筆者 8 月份撰就之另一文。該文名為

〈唐君毅先生的史學價值判斷論〉；發表於天津南開大學主辦之「中唐以來思想文化與社會

學術國際研討會」上，會議日期為 2006.08.16-17。 
1錢大昕（1728-1804）序梁玉繩《史記志疑》說：「史家以不虛美不隱惡為良，美惡不掩，各從

其實。」又於所著《十駕齋養新錄．唐書直筆新例條》云：「史家紀事，唯在不虛美，不隱惡，

據事直書，是非自見。若各出新意，掉弄一兩字，以為褒貶，是治絲而棼之也。」王鳴盛（1722-1797）

所著《十七史商榷．序》之說明尤其明白。他說：「大抵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讀史者不必

橫生意見，馳騁議論，以明法戒也。……其事蹟則有美有惡，讀史者亦不必強立文法，擅加與奪，

以為褒貶也，……而若者可褒，若者可貶，聽之天下公論焉可矣。」（按：王氏的說法，吾人不

宜照單全收。他說歸說，其實他在《十七史商榷》一書中，不知作出了多少含褒貶意涵的價值判

斷！）其實，據上文錢王二氏所言，他們並沒有反對史家應有彰善癉惡的價值取向。只不過認為

對史事所作的客觀描述中，已然達致「善惡已彰，無待美刺」之境域。其實不少史家，如同錢王

一樣，是贊成對人物及史事的善惡予以揭露、彰顯的，只不過認為在史事描述之外，不必再刻意

透過美刺（褒貶）的文字來達到價值判斷而已。清中葉學風崇尚所謂質實。成書於乾隆時代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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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2至於在言語上贊成或實際行動上落實價值判斷者，以中國而言，則自孔

子、司馬遷以下之史家，皆大不乏人。 
上段文字所提出的幾個問題，我們不妨歸約為以下一問題：史家作價值判斷

的縁由是甚麼？大抵成書於清代中葉而於同治年間即廣泛流傳的一部極有影響

的蒙學讀物《增廣賢文》（又稱《昔時賢文》、《增廣便讀昔時賢文》）有兩句話似

乎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發：「誰人背後無人說？哪個人前不說人？」3常言又有謂：

「有人就有是非。」而台北的計程車司機因為與乘客閒談時總是喜歡評論時政，

則更是被冠上「政論家」的雅號。這現象反映出凡人總是喜歡在人前人後說長道

短，評三批四的。對現實人事、物理的批評、評論，如轉為對歷史人物、歷史事

件的評論，那便是史評。而所謂史評，那便是上文所說的對史事作價值判斷，或

所謂作褒貶。由此來說，對史事、人物施予褒貶，那是人性的本然，最自然不過

的事。然而，除此“自然人性＂外，史家是否有更崇高的理由而不得不作價值判

斷？ 
我們試引錄近現代哲學界宗師新儒家代表唐君毅先生的相關言論如下以作

說明。先生說： 
吾人言歷史哲學之異於一般之歷史學者，在歷史哲學之重明歷史發展之統貫

之理，並對史事加以價值判斷，且求此價值判斷之成為有客觀性的價值判

斷。自此而言，則中國過去之歷史哲學，乃即包含於中國經史之學中。蓋中

國固有之學術精神，皆重即事言理之義，故事實之判斷，恆與價值之判斷相

俱。據春秋家言，孔子修《春秋》，其或書或不書，或諱或不諱，皆是以對

人或事之價值之不同，而異其敘述事實之文字。……司馬遷著《史記》，……
其書之〈本紀〉、〈世家〉、〈列傳〉重述事，而其後之“贊＂，即明顯之價值

判斷也。大率後之修史者，皆寓其對歷史之價值判斷於史書之作法，史傳之

                                                                                                                                            
庫全書》亦有類似的言論。其《史部‧史評類‧序》說：「《春秋》筆削，議而不辨。……至於品

騭舊聞，抨彈往迹，則纔繙史略，即可成文。此是彼非，互滋簧鼓。故其書動至汗牛。又文士立

言，務求相勝。或至鑿空生義，僻謬不情，如胡寅《讀史管見》譏晉元帝不復牛姓者，更往往而

有。故瑕纇叢生，亦惟此類為甚。」當然，非議作褒貶的言論，絕非始於清中葉。纂修於明洪武

初年的《元史》，其〈纂修《元史》凡例〉便說：「歷代史書，〈紀〉、〈志〉、〈表〉、〈傳〉之末，

各有論贊之辭。今修《元史》，不作論贊，但據事直書，具文見意，使其善惡自見，準《春秋》

及欽奉聖旨事意。」（按：此〈凡例〉之言，吾人不能照單全收。蓋《元史》帝紀各卷之末，多

有評論文字；諸〈志〉與諸類〈傳〉，亦多有〈序〉。此等序，猶論贊也。又：所謂「據事直書，……
準《春秋》」，更屬荒謬。《春秋》豈止據事直書乎？《春秋》中固無「論贊」之名，但相當於後

世論贊之辭，數見，不一見。蓋《元史》總裁官宋濂、王褘等人以文字獄故，不敢明言作論贊耳！

吾人由「欽奉聖旨事意」一語，便可知宋、王等人之委婉也。）又上引文錢大昕「據事直書，是

非自見」的說法，令人想起唐人李翱的〈百官行狀奏〉（見《全唐文》，卷 634）。該奏文說：「但

指事說實，直載其詞，則善惡功迹，皆據事足以自見矣。」劉知幾《史通》更有〈直書〉一篇，

然則據事直書，是非自見之言論，唐時早有之矣。 
2被西方學者譽為以科學態度及科學方法治人的第一人而為蘭克學派的創始人德國史家蘭克

（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其治史精神被視為以“如實敘述＂為旨趣。其第一部歷史名

著且為成名之作的《拉丁和條頓民族史，1494-1535》（撰於 1824 年，蘭克時年三十）的序言中

便說：「歷史之目的，僅為陳述過去實際發生之情況而已。」 
3 《增廣賢文》，約該書第 67、68 句。有關該書的簡介及導讀，可參北京：北京燕山出版社，1995
年之版本。相關語句，見頁 19。 

 2



〈序贊〉之中。後世更有史論，……而顧炎武、黃梨洲之倫，或亦有即史事

以明道，據道以衡史事之精神。4……中國昔亦非無歷史哲學，唯融於經史

之學中矣。……5

上段引文乃出自唐先生為其摯友牟宗三先生《歷史哲學》一書所撰寫之序文。是

以文中數言「歷史哲學」一義。按：牟先生《歷史哲學》一書之重點在於對史事

作價值判斷，是以唐先生便歷述中國自孔子以來迄有清一代經史之學上的價值判

斷，藉以揭示牟先生之大著實纘承中國學術之優良傳統。引文中，吾人特別需要

指出的是，唐先生云：「……重即事言理之義，故事實之判斷，恆與價值之判斷

相俱。……即史事以明道，據道以衡史事之精神。」此引文之前半，意謂價值判

斷固然重要，然離事而言理，則理不易懂，是以中國人素重即事而言理之義。中

國史學鼻祖孔子最懂斯義，故嘗云：「我欲載諸空言，不如見之於行事之深切著

明也。」6意謂非藉著人類過往之具體行事（史事），則義理便流於空言而無法使

人對之產生深刻的認識。而所謂「義理」，即上引文後半之「道」。然而，道是抽

象的，不易明白，故必賴史事；惟史事之是非對錯又必賴道以為衡定。換言之，

事與理必相互依賴、相互支援，相輔相承始得究竟也。7  
唐先生更進一步肯定史學上的價值判斷為必然且應然者。先生說： 
歷史家之自謂能捨當然價值之觀念，純就客觀事實以觀歷史，亦實不免於自

欺。夫歷史中之事，皆為往事。夫往事析而觀之，乃無窮之事也。則事事而

述之，非人力之所能。歷史家何以選此事而敘述之、考訂之，不選他事而記

述之、考訂之，豈無歷史家個人內心之權衡？此權衡，豈能不依於一重要不

重要之價值標準？8而歷史家之敘述歷史，其於國家之成敗興亡，世道之顯

                                                 
4 國人常說：「文以載道」、「經以載道」。其實在中國人的心中，史又何嘗不以載道為依歸呢。關

於「史」與「道」的問題，國人過去討論很多，其中龔自珍尤其強調史與道之相互關係／因果關

係。自珍說：「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龔自珍全集．尊史》）「出乎史，入

乎道」，蓋指瞭悟史事（歷史事象之本身）之後，便擺脫、超越之，而逕自透入史事背後之精神

以明其底蘊之謂。「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則史在自珍心中之地位可想見了。有關史以載道的問

題，甚有經世致用意識及憂患意識的宋元史家胡三省在所撰《新注資治通鑑．序》中說：「世之

論者率曰：『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史與經不可同日語也。』夫道無不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

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可萬世無弊，史可少歟？」實齋於所著《文史通義》中嘗云：道在政教

典章人倫日用。（詳〈原道中〉）又云：「事變之出於後者，六經不能言，固貴約六經之旨而隨時

撰述以究大道也。」（〈原道下〉）個人究治實齋之學有年。於今始知比實齋早生五百年之胡三省

（1230-1302；實齋生卒年為 1738-1801）已有極相類似之言論。有關胡氏經世致用意識及憂患意

識，可參陳垣《通鑑胡注表微》一書；該書發覆身之之精神及學術精要之處極多。 
5 唐君毅，〈中國歷史之哲學的省察〉，《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上冊，頁 165-166。這段引文很

可以概見唐先生肯定史學上價值判斷的價值及其重要性；並指出中國人對史事作價值判斷乃歷來

的學術傳統。 
6 此乃司馬遷轉引孔子之言，見《史記．太史公自序》 
7
唐先生為哲學家，但絕不迂腐，於重視理外，上引文之重視事可為明證。 

8 唐先生類似之言論，恆見其他著作。如最能顯示唐先生成一家之言的晚年鉅著《生命存在與心

靈境界－生命存在之三向與心靈九境》（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76）即嘗云：「人有所關心，則

亦有所不關心；有所記憶，則亦有所不記憶。或紀載或不紀載，即為一選擇。此選擇，必依於一

不自覺或自覺之價值標準。由此價值標準之存在，人之史地意識在事實上對一切事物，即只有一

選擇的紀載，而必不能為無窮之紀載。」（上冊，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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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升沉，君子小人之消長，又豈真能無價值判斷之存，或廢書而嘆之事？自

歷史家之亦為一有血有肉之人而言，乃絕不能無者也。此不能無，則其所為

之客觀之敘述，其輕重疏密之間，亦不能逃其主觀意見之蔽也。9

以上引文，唐先生指出史家不異乎常人，而亦為有血有肉之人。於是，其從事史

學致知活動，便不可能無價值觀念存乎其中。而此價值觀念，實可以下述三種型

態（亦可說是三個不同的層面）含藏之／表出之：一、見諸題目之選擇及史事之

考訂中；二、透過文字或文脈上輕重疏密之安排而達致所謂客觀敘述而隱含之；

三、藉著價值判斷而明白的彰顯之。10以上是說明唐先生認為史家不異乎常人而

必有其價值觀念，而該等價值觀念必自覺或不自覺的落實於所撰寫之史著中。以

上可說是唐先生對相關問題的實然的描述。然而，史家把個人的價值觀念施之於

史著上，甚至以價值判斷彰顯之，到底是否一個應然的行為？這個問題，我們必

須予以正視。茲仍先引錄唐先生的意見以幫助說明。先生說： 
……史學則須以同情的智慧，理解事理之得失，不能不用人生文化價值之概念，

以從事評價。11

「不能不……以從事評價」，即不能不作價值判斷之謂。是唐先生是非常明確的

贊成史家應當作價值判斷的。唐先生的意見，下文更見其梗概。先生說： 
 
  一切記錄，都是一選擇，一切選擇後面都有一價值標準，則必然有新聞之評

論。一切評論，皆有褒貶，而意在指導人心，亦即皆同於孔子作《春秋》寓

褒貶的旨趣。則新聞記者真能依正當的價值標準，去選擇新聞來記錄，加以

評論，即指導從事其他專業者之社會人士之人心，以移風易俗的聖王之業。

其工作涵有道德的意義，是不成問題的。12

上文是針對新聞報導來說的。然而，歷史乃過去的新聞，所以文中所說的選擇後

面都有一價值標準、對記錄加以評論、指導人心、指導其他人士以成就移風易俗

的聖王之業、其工作涵有道德的意義等等的性質，歷史記述的性質可說與之全然

相同，扮演同樣的角色。從上文不難看出唐先生是充份肯定新聞記者在記錄上施

加價值判斷的，然則與新聞記錄性質全然相同的歷史記述，我們沒有理由說唐先

生是不贊成史家施加價值判斷的。 
  史家對史事施加價值判斷既然具備指導人心、移風易俗等等的道德意義，則

                                                 
9 上揭《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上冊，頁 164。 
10以上第一項，或係自覺或不自覺的；第二項為自覺的，但作者故意不明示之，而企圖透過所謂

「據實直書，是非自見」的方式暗示之（implicit的）；第三項為自覺的，且作者故意明示之（explicit

的），藉以清晰而明確地彰顯、宣示其價值取向之所在。當然，上述第三種型態乃就狹義方面來

說，是針對史家心中之價值觀念之明白的見諸文字來說。但吾人亦可謂此價值判斷隱含於史家之

心中。如此來說，價值判斷乃等同價值觀念（心中的價值判斷猶如價值觀念）。換言之，就廣義

來說，史家之價值判斷亦可以上述三型態表出之。 
11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香港：香港新亞研究所，1974），頁 544。 
12上揭《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下冊，頁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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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子以提撕、闡揚人之道德意識而奮鬥的唐先生，當然是予以贊同的。13唐先

生為道德的理想主義者，所以一切有助於道德意識之提升、闡發及道德行為之落

實者，唐先生必然予以正面的肯定，這是不必贅說的。然而，唐先生絕非“腐

儒＂、“迂儒＂，只空口的天天談道德、喊人文、講理想。唐先生也是非常重視

知性的。其贊成史學上施加價值判斷，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正是藉以使人對史

事的本身達致進一步的瞭解。先生說： 
  ……又如研究歷史，中國的傳統史學有史論，史論是史家對歷史事實的見

解，歷史講事實，史論則就其事實以論其是非，對史實提出解釋批評，即使

史實更易為人所了解。如寫劉項相爭一段史實，加入了漢高祖、項羽論，不

論其見解是高是低，對或不對，卻可以幫助開通思想。14

唐先生非常明確的點出史論（史學上的價值判斷）的功能是「使史實更易為人所

了解」。這一指點非常重要。蓋史論（在此指理想的史論）非史家之信口雌黃、

非史家之說長道短、非史家之無病呻吟；且也不只是史家權充道貌岸然的道德家

板起面孔以道德信條來教訓人。史論除彰顯史家之價值理想外，是兼具史實的補

充說明這個知性上的功能的。上引文「……不論其見解是高是低，對或不對，卻

可以幫助開通思想」這幾句話亦非常重要。這是進一步肯定史評史論在原則上是

有其存在的必要的。所謂「開通思想」，剋就上文所述及的劉項二人來說，蓋指

可提供讀者思考、想像劉項可以是怎麼樣的一號人物。推而廣之，則又可以想像

作為政治人物的一個人，或任何一個人，又可以達致怎麼樣的各種表現。是以讀

者的思想應可由此種種的想像而得以開通的。史學上價值判斷之知性功能及可以

進一步啟發人智慧的啟迪功能，不是很清楚嗎！這個我們得感謝唐先生給我們的

指點。
15

  綜上所述，史家之所以作價值判斷，可概括為以下數原因：（一）人性本然：

緣於人性本身之自然性向，即所謂“八卦＂（好說長道短、批三評四）；（二）經

世致用的意識：史家不容自已的道德使命感、憂國憂民的意識；
16
（三）知性功

                                                 
13 史家施加價值判斷，其最要者在乎先提出德性之本原。唐先生說：「中國哲人之論文化，開始

即是評判價值上之是非善惡，並恆是先提出德性之本原，以統攝文化之大用。所謂明體以達用，

立本以持末是也。」這段引文出自《文化意識與道德理性》一書，所以文旨便在於討論「文化」；

但其實「歷史」之情況亦然（簡言之，文化乃人類橫向的表現，而歷史乃縱向的表現；故所指涉

之內容無所不同）。所以引文中「文化」二字，假使改易為「歷史」二字，其所描述者亦全然契

合。如果同意筆者這個解釋的話，則史家施加價值判斷，其最要者便在乎先提出德性之本原；蓋

統攝歷史，以達致明體達用，立本持末的大用的，便在於是。明乎此，便知悉史家施加價值判斷，

絕不能憑一己之好惡，否則全無方向，亦無定準；而必以「德性之本原」為指導，唐先生之提點，

發聾震聵，空谷足音也。筆者於此不得不再三致意焉。 
14唐君毅，〈研究中國學術的態度〉，《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上冊），《唐君毅全集》（台北：

台灣學生書局，1990）卷九，頁 288-289。 
15 個人最佩服業師唐君毅先生的學問及其精神人格，是以上文不厭其煩屢引述其言說。一方面

固藉以闡述本文中的相關問題；此外，亦藉以弘揚師說，蓋一般學人比較沒有注意到唐先生史學

上價值判斷的論述。 
16筆者讀書治史二三十年，古人道說出史家責任的兩句話：「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筆

者一刻不敢或忘。明乎此，便知筆者為甚麼認為史家不得不作價值判斷了。但確切認為史家對

史事作客觀記述外，仍應作價值判斷者，乃近年間的體認而已。行文至此，又讓人想起龔自珍

 5



能：價值判斷可使讀者更了解史事之本身。換言之，無論是史家順乎人性之本然

而自然地為之也好，或由於“道德命令＂而不容自已地為之也好，或由於要增進

讀者對史事之了解而刻意地為之也罷，總之，史家撰史時，價值判斷便自覺的或

不自覺的存乎所撰寫的史書之中了。換言之，你贊成也好，反對也罷，史家撰寫

史著時，價值判斷（褒貶）已實然地存在於史著之中；又：據上所述，價值判斷

（褒貶）是史家義不容辭的份內事，故實不能不為之。由此來說，施予價值判斷

既係一實然，且亦係一應然的行為。 

 

三、中國歷史評論史 

梁啟超說：「近代著錄家，多別立史評一門。史評有二：一批評史蹟者，二

批評史書者。17批評史蹟者，對於歷史上所發生之事項，而加以評論，蓋《左傳》、

《史記》，已發其端。後此各正史及《通鑑》皆因之。亦有泐為專篇者，如賈誼

〈過秦論〉，陸機〈辨亡論〉之類是也。宋明以後，益尚浮議，於是有史論專書，

如呂祖謙之《東萊博議》，張溥之《歷代史論》等，其末流只供帖括勦說之資，

於史學無與焉。其較有價值者，為王夫之之《讀通鑑論》、《宋論》。」18

《左傳》之史評，大抵以「君子曰」、「君子謂」、「君子以為」等等字眼發其

端，故在形式上可說非常清楚醒目。是以任公認為批評史蹟者，起始於《左傳》。

然而，所謂「史評」，就其廣義來說，乃指史家對於歷史上所發生之事項，表達

一己之價值觀念／價值判斷之謂（參本文〈前言〉）。本乎此，則中國史學上的價

                                                                                                                                            
的一句話。自珍說：「智者受三千年史氏之書，則能以良史之憂憂天下。」（《龔自珍全集‧乙丙

之際著議第九》）有道德使命感的良史能不憂天下嗎？上所引唐先生的話，更足以說明此點。茲

再引錄如下：「其於國家之成敗興亡，世道之顯晦升沉，君子小人之消長，又豈真能無價值判斷

之存，或廢書而嘆之事？自歷史家之亦為一有血有肉之人而言，乃絕不能無者也。」 
17 目錄書最早開立「史評」一目者，蓋始自宋人晁公武之《郡齋讀書志》。所開列之書目，始於

《史通》，迄於《唐史評》。前者乃史學批評之專著，後者蓋評論唐代史事者。晁書後，各目錄書

開立「史評」一目者，亦大抵收錄評史學（史書）與兼評史事之書籍。  
鄭學聲撰有《中國史部目錄學》一書，其中〈史目正錄〉、〈史目別錄〉及〈史目今錄〉三章所開

列之書目與史評相關者，除史評本身外，尚有史鈔、史學等等。今稍細述如下：〈史目正錄〉中

之《宋史藝文志》及《明史藝文志》史部下皆有〈史鈔〉一目，其下開立〈史評〉一項。《四庫

全書》史部下亦有〈史評〉一目。又盧文劭《補宋史藝文志》及《補遼金元史藝文志》史部下雖

不另立〈史評〉一目，但〈史學〉下所收錄之書籍既有批評史學之書，亦有評論史事之書。是以

兩《志》中之所謂〈史學〉，猶他書之〈史評〉也。鄭書中〈史目別錄〉下計有九種目錄書開列

〈史評〉、〈論史〉、〈史論〉或〈史學〉等類目。茲臚列此九種目錄書如下：《玉海．藝文志》、《孫

氏祠堂書目》、《萬卷堂．藝文記》、《澹生堂藏書譜》、《遂初堂書目》、《世善堂藏書目》、《千頃堂

書目》、《百川書志》、《孝慈堂書目》等。又鄭書中〈史目今錄〉下收錄〈史評〉之目錄書計有兩

種：范希曾《國立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書目》、杜定友《圖書分類法史部目錄》。又梁啟超〈新史

學〉一文嘗論述中國史學之派別。其中即有史論一派，其下細分三項：理論、事論、雜論。觀其

中前二項所開列之書籍，即知評史書及評史事之書籍皆分別涵括其中。（雜論則顧名思義，既評

史事，亦評史書。）至若柳詒徵氏，於所撰〈擬編全史目錄議〉一文，則開列〈評論史事〉一目。

以上可見，就目錄書而言，〈史評〉一目，蓋始自宋代晁公武之《郡齋讀書志》。其後含史評類之

目錄書，歷代皆有之，且史目正錄、史目別錄及史目今錄皆然；惟書中不盡然以「史評」稱之。

再者，〈史評〉一目下所收之書籍，大抵史事評論及史學批評，皆兼而有之。 
18 《中國歷史研究法‧過去之中國史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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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判斷（史家對史事施予褒貶），《左傳》之前便早已出現。其表表者，孔子是也。
19《春秋》一書，恆被視為以“書法＂（書、不書、如何書－所謂以特定的遣詞

用字），來對人物史事進行褒貶。20孟子很明確的指出說：「王者之迹熄而《詩》

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

義則丘竊取之矣。』」21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中的“義＂，一般理解為“褒

善貶惡的大義＂。「《春秋》，天子之事也」22，孔子以匹夫而為《春秋》，故謙稱

竊取（私底下採納、採用、借用）其義。23孟子又說：「孔子成「《春秋》而亂臣

賊子懼。」24亂臣賊子之所以懼，絕對不是緣乎《春秋》中之“事＂與“文＂。

彼等之所以懼，肯定是由於孔子所施之“義＂。其實，孔子喜歡評論歷史人物，

《論語》中也找到不少例子。如孔子以「古之賢人也」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25來描述伯夷、叔齊便是一例。這可以說是孔子對二人的褒頌。至於晉文公，孔

子則以「譎而不正」貶之；於齊桓公，則以「正而不譎」褒之。26對管仲的評價，

則褒貶皆有之。在器度及私生活上，既視之為「器小」、「不知禮」27；但在政治

的表現上，則認為「桓公九合諸侯，不以兵車，乃管仲之力也。如其仁，如其仁。」
28對於保存維護華夏文化於不墜，則更是功不可抹。孔子的稱頌如下：「管仲相

                                                 
19 《左傳》之作者是誰，迄無定論。如視為與孔子同時之左丘明所作，則孔子之言論便不宜說

是早於左丘明的言論。然而，顧炎武之判斷，似乎最能反映事實的真相而為一般學人所接受。彼

云：「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錄之者非一世。」（顧炎武：《日知錄》，卷四，〈魯之春秋〉條）

是以筆者便據以認為是先有孔子之言論，而後才有《左傳》的言論。其實，價值判斷之言論也非

始於孔子。早在孔子之前，如西周末年幽王之世，史伯針對時為司徒之鄭桓公的提問：「王室多

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所作出的回應，便含有不少價值判斷的言詞；又：與孔子同

時並世的晉國史官史墨針對趙簡子的問話所作出的回應，亦含有價值判斷的意涵。昭公三十二年

夏，吳伐越。史墨曰：「不及四十年，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史伯及史墨

之回應，分別見《國語．鄭語》卷首及《左傳》，昭公三十二年條。 
20 茲舉數例以概其餘。（一）莊公四年，不書「齊滅紀」，而書「紀侯大去其國」。據《公羊傳》，

齊襄公的九世祖齊哀公因紀侯譖而為周天子所烹，襄公為哀公報仇而滅紀。然而，滅人之國明為

不義，是以《春秋》乃書作「紀侯大去其國」。（二）閔公二年，不書「狄滅衛」，而書「狄入衛」,
蓋為齊桓公諱，以衛為華夏之邦故也；如書其為狄所滅，則以尊王攘夷相號召之桓公，其顏面何

存？（三）僖公廿八年，踐土之會，晉文公實召天子。以諸候而召天子，非禮也。故孔子轉書「天

王狩於河陽」。此外，《春秋》又以特定的個別字眼，如“侵＂（潛師掠境）、“入＂（造其都城）、

“伐＂（聲罪致討）、“戰＂（兩軍相接）、“滅＂（毀其宗廟社稷）等等以表示戰爭（或戰爭結

果）的不同狀態，又如以“殺＂（處死無罪）、“弒＂（臣子殺君父）、“誅＂（殺有罪）等等字

眼以表示終結人生命者及被終結生命者誰對誰錯的問題。 
21 《孟子．離婁下》。 
22 《孟子．滕文公下》。 
23 蘭州大學中文系孟子譯注小組所作的《孟子譯注》（北京：中華書局，1960）便作如下的翻譯：

「他（孔子）說：『《詩》三百篇上寓褒善貶惡的大義，我在《春秋》上便借用了。』」 
24 《孟子．滕文公下》。 
25 《論語．述而》。 
26 皆見《論語．憲問》。 
27 《論語．八俏》。 
28 《論語．憲問》。孔子到底如何評價管仲（是否以仁來稱許管仲？許管仲以仁？），其關鍵處

在於吾人對「如其仁」三字作怎麼樣的解讀。筆者二十多年前嘗撰文討論這個問題。當時認為孔

子對管仲的評價，就仁方面來說，是較為負面的。其實，總體來說，孔子對管仲的評價正負面皆

有。就器度及私生活上而言，孔子較持負面的評價；就政治上而言，孔子的評價是非常正面的。

政治上的評價既是如此的正面，則是否就等同孔子許管仲以仁呢？這個問題似乎很值得探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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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29以

上各例皆足以佐證孔子喜歡對歷史人物作出價值判斷。 
章學誠說：「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

不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規已也。」30本此，則事（史）、文之外，其最要者，

乃義也。而所以見其義者，依上文，乃仰賴經書中之價值判斷無疑。史之大原，

既本乎《春秋》，則以傳《春秋》為旨趣之《左傳》31，重史義之精神，必為其

繼承並予以發揚光大無疑。今見諸《左傳》者，其褒貶史事人物而作出的價值判

斷，其形式相當多樣化，且與記述史事的文字段落比較有明顯的區隔而使讀者更

能察覺兩者的差別。此等價值判斷（史評、褒貶）或以“君子曰＂、“君子謂＂、

“君子以為＂等等起首；或描述一史事後，便直接發表議論，如作出「禮也」、「非

禮也」之價值判斷；又或引用他人之言論以代一己之價值判斷，又或論證先前預

言之得以實現以作為價值判斷。 
與《左傳》詳略互見而同為記載春秋時事的我國最早的國別史《國語》，對

歷史人物亦多有褒貶之詞，如對齊桓公、晉文公、管仲、范蠡等人物之評論即是。

研究戰國史事而不可或缺的重要史籍《戰國策》，其對戰國時代辯士的說辭的褒

揚，很明顯亦是一種價值判斷。下逮秦漢，則史評之作更見蓬勃。陸賈以「居馬

上得之，寧可以馬上治乎」32等語喚起漢高祖注意而奉命撰著而寫成之《新語》、

賈誼為漢文帝所賞識而陳治安策而撰成之〈過秦論〉33，皆其尤著者也。其後，

《史記》中的〈太史公曰〉、34《漢書》的〈論贊〉及荀悅《漢紀》的史論，皆

史評中之傑作無疑。 
荀悅以降，歷代史家施諸史事或施諸人物之價值判斷，代不乏人。大陸史家

瞿林東先生以「歷史批判意識的產生和發展」的標目對相關問題作了很扼要的論

述，茲轉錄如下： 
……如荀悅、虞世南、魏徵、司馬光的君主論，魏徵的秦隋興亡相較論，李

百藥、柳宗元的封建論，柳宗元和劉禹錫的天說、天論，杜佑的“中華＂、

“夷狄＂同源、同風論等等，都是歷史批判意識深入發展的突出表現。又如

劉知幾、鄭樵、胡三省、王世貞等人，於史學批判中包含了歷史批判的豐富

內容，……李贄對舊的倫理觀念的批判，黃宗羲對君權的批判，顧炎武對君

                                                                                                                                            
參黃兆強：〈孔子究竟如何評價管仲──兼論史家立場及其他〉，《鵝湖月刊》，1981 年 9 月，第七卷第

三期，頁 21-34；黃兆強：〈敬覆雷家驥先生──談孔子評價管仲的一封公開信〉，《鵝湖月刊》，1982
年 4 月，頁 35-46。 
29《論語．憲問》。 
30 《文史通義．答客問》上篇。 
31 當然，有另一說認為《左傳》應名為《左氏春秋》，是一位姓左的人或姓左丘的人所撰的獨立

於孔子《春秋》以外的一部書；換言之，即認為《左氏春秋》不傳孔子的《春秋》。但筆者傾向

於認為《左傳》乃傳《春秋》的一部書。 
32 語見《史記》，卷 97，本傳；又見《漢書》，卷 43，本傳，然文字稍異。 
33 〈過秦論〉收入《昭明文選》，卷五十一，〈論一〉。賈誼批評秦之言論，其概略又見《漢書》，

卷 48，本傳。 
34 按：《史記》中之〈太史公曰〉不盡係史評之作；其中不少是正文的補充資料。此世人多知之，

不具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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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專制主義政體的批判，王夫之對歷代腐敗政治統治的批判等等，都是歷史

觀念中從未有過的最深刻的批判。35

瞿林東所說的歷史批判意識，即上文所說的史評、史論、史學價值判斷。 

上文中瞿先生所未論及而值得一提的是陳壽的《三國志》。陳書寓有不少微

言大義，而褒貶之精神正存乎其間。近再重讀蘭州大學歷史系教授張孟倫先生《中

國史學史》一書，書中發前人所未發之言論，數見，不一見；洵史學史中之佳作

無疑。彼對陳書之發微闡幽即為一例。 
其言曰： 
陳壽撰修《三國志》，雖志在褒貶，而辭多隱諱，不但當時雄猜的司馬及其

黨羽，無所施其忌恨，且使後代的讀者，難以求得其歸趣。要當如朱彝尊、

何義門等人的索隱鉤深，而以時事實之，才能從腳根處知道陳壽的『微言大

義』的所在。36

陳壽先仕於蜀，後又仕於晉，可謂“貳臣＂矣。而晉統乃繼魏而來。陳著《三

國志》乃身在晉時，如不帝魏，則晉統便失其根源之所在。然而，蜀既為其出生

地（陳壽出生於巴西安漢），且亦為最初出仕之地，其對蜀主劉氏本有一番感情

在。而晉乃篡魏而得其政權，然而滅蜀者又正是魏。所以魏、蜀、晉之間，陳氏

如何施其褒貶，便必然煞費苦心。其結果則定然如張孟倫所說的：「雖志在褒貶，

而辭多隱諱」了，蓋非隱諱不可！  

在這裡必須作點補充說明。就正史來說，各篇章後的〈論贊〉固然是史論的

載體；再者，〈書〉、〈志〉、〈表〉及〈類傳〉中的〈序〉也經常是史論的另一種

重要的表達形式。 
在上一節中我們藉著唐君毅先生的見解來表示史學上的價值判斷，在功能上

有其經世致用的價值。而這正是史學上的價值判斷所以必須存在的最重要的理據

所在。然而，世間事物永遠有其正反兩面。史評史論，其劣質者，或流於信口雌

黃，空發議論，無補國計民生；其嚴重者，甚或誤導讀者，使之對史事產生錯誤

的瞭解，以至對人類行為的方向及具體作法，作出錯誤的指引。至若其輕微者，

則至少浪費讀者閱讀的時間。當然，史評史論之優質者，如史學兩司馬之論贊、

王夫之之《宋論》、《讀通鑑論》等等，恆能獨具隻眼而鑑空論衡剖析史事之關鍵

肯綮處，讀者每能從中總結歷史經驗，汲取教訓，以為鑑戒；洵為史評中之傑作

無疑。37總括來說，林林總總的史論，其中雖不免有其劣質者，然而，吾人不必

因噎廢食。史評史論自有其永恆之價值無疑。 

 

                                                 
35 瞿林東，《中國簡明史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 306-307。 
36張孟倫，《中國史學史》（蘭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頁 215。治史學史者恐怕很少會閱讀

朱彝尊和何義門的書。張氏博聞多識，藉朱、何二氏書而能進一步發覆陳書之精神，洵乎其《中

國史學史》異於流俗也。至於朱、何二氏的索隱鉤深，分別見《曝書亭集‧書趙居信《蜀漢本末》

後》及《義門讀書記‧三國志‧魏志》。 
37 摯友宋小莊博士嘗研治王夫之的思想，從《讀通鑑論》一書中，分析出王夫之的歷史觀、政

治思想、軍事思想、民族思想、倫理思想、經濟思想及法律思想等等。此各種思想，蓋從王夫之

史評／史學價值判斷中得之也。宋小莊，《讀《讀通鑑論》》（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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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 

  史家者何也？知識分子是也。知識分子何也？對家、國、社會、民族，乃

至對全人類有責任心、有使命感、有終極關懷者是也。38然則史家當如何始可成

為知識分子？一言以蔽下，在切實發揮其專業技能的同時，必須時時刻刻以責任

心、使命感為念，以踐履其終極關懷者是也。其專業技能者何也？歷史事實之記

錄／重建是也。細析之，即史家本其專業訓練針對往事（歷史）恆以求真、存眞

為念，而最後以達致傳真為目的是也。然而，史家之目的僅為傳真乎？39若然，

則其去知識分子遠矣！史家要成為知識分子，非具備上述所說的責任心、使命感

不可。是必須在求真、存真、傳真以外，歷史家另有要事可做，且必須做。此即

為本文所說的，在歷史紀錄外，仍須對史事、人物作出史評史論、給予褒貶，施

予價值判斷。因為非此不足以成為一個真正的歷史家。「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

之幽光。」這是中國歷來偉大史家的偉大傳統。我們雖然生當二十世紀、二十一

世紀，但這個中華文化數千年的偉大傳統，我們作為今天的中國人，作為今天的

史家，我們除了予以繼承，並予以發揚光大外，我們還能說一個「不」字嗎？願

共勉！ 

                                                 
38 所謂「風聲、雨聲、讀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是也。宋人張載

云：「為天地立心，為生民立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知識分子之責任，或至少

得為其所嚮往之境界也。所謂「雖不能至，而心嚮往焉」是也。 
39 其實，史家不可能百份百傳真（歷史實況與歷史紀錄不可能劃上等號）。但這是另一問題，今

不細表。 

 10


